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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及其生物炭添加对土壤 Olsen-P 及磷素组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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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和对比秸秆和生物炭添加对土壤磷素及 Olsen-P 量变化的影响。【方法】以江汉平原典型水

稻土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室内恒温土培试验。试验设置不同水分模拟旱地和水田两种土地利用方式，分别设置高量

生物炭（BC2）、低量生物炭（BC1）、高量秸秆（SC2）、低量秸秆（SC1）和无添加（CK）处理，25 ℃下恒

温培养 30 d。利用 Hedley 磷素形态分级法对各处理土壤进行磷素分级，同时测定土壤 Olsen-P 量及其他理化指标。

【结果】在旱地土壤中，添加生物炭使得土壤 Olsen-P 量增加了 1.78~1.46 mg/kg，添加秸秆使得土壤 Olsen-P 量分

别增加了 4.46~1.72 mg/kg。在水田土壤中，添加生物炭使得土壤 Olsen-P 量分别增加了 22.42~12.04 mg/kg，添

加秸秆使得土壤 Olsen-P 量分别增加了 6.37~4.27 mg/kg。磷素形态分级结果表明各处理土壤中不同磷素组分量差

异较大，由高到低依次表现为 HCl-P＞NaOH-P＞NaHCO3-P＞H2O-P。综合旱地和水田土壤来看，添加生物炭提高了

土壤 pH 值、总氮（TN）、可溶性有机碳（DOC）和土壤总有机碳（SOC）量。而添加秸秆提高了土壤总磷（TP）、

DOC 和 SOC 量。添加生物炭处理土壤中，Olsen-P 量与 H2O-P、NaHCO3-P、SOC 和 NH4
+-N 量呈极显著正相关。添

加秸秆处理土壤 Olsen-P 量与 NaOH-P、HCl-P、TN 和 NH4
+-N 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结论】可见，生物炭和秸秆

还田主要是通过影响土壤 pH、TN 和 SOC 量，促进土壤中 Olsen-P 的积累，同时改变土壤的磷素分级状况，进

而提高土壤供磷水平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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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1

【研究意义】磷是植物正常生长发育的必需营养

元素，土壤磷素有效性不仅影响作物产量水平，也影

响到区域农业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1]。然而我国农

田磷肥当季利用率远低于氮肥和钾肥的吸收利用率[2]。

施入土壤的磷肥，大部分被土壤吸附固定并转化为

植物难以利用的磷素形态，导致土壤磷素有效性的

降低[3]。因此，探究磷素形态转化及其有效性提高途

径，对于解决上述问题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实践意

义。秸秆是传统的农田土壤培肥和增碳措施，其不

仅直接改变土壤有机碳量，还会对提高土壤磷素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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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产生积极影响。【研究进展】有学者[4]开展了连

续 3 a 的稻麦秸秆还田试验，发现秸秆还田能够显

著增加土壤有效磷量。有机物料添加（如秸秆、有

机肥等）是通过增加土壤微生物数量、释放养分转化

相关水解酶从而提高土壤磷素养分有效性[5]。相较于

秸秆，生物炭具有更好的吸附性和固碳潜力。而农作

物秸秆是生物炭的理想来源，秸秆炭化利用成为农

业和生态等领域的研究热点 [6]。有研究在连续 5 a

增施生物炭后[7]发现，生物炭可促进棕壤中磷的累

积，提高土壤磷素有效性。而且能够不同程度增加

水稻土中总磷量和速效磷量 [8]。生物炭对土壤酶活

性和细菌群落有一定的影响，生物炭是通过降低土

壤体积质量，提高土壤 pH、速效磷、有机质量和

C/N 比进而影响土壤磷素转化相关的酶和微生物

活性[9]。然而，受秸秆类型、粉碎方式和还田量等

的影响，不同研究中秸秆还田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

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有研究指出小麦秸秆的含碳

量较高，还田后会导致土壤 C/N 和 C/P 比例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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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微生物与作物争氮、争磷现象 [10]。此外，土

壤含水率对磷素有效性也起着重要作用，影响着土

壤中有效磷的变化和作物生长[11]。研究指出，在干旱

条件下土壤中的含磷量显著低于淹水条件，但与次

生矿物（铁/铝氧化物）结合的无机和有机磷量增

加 [12]。相关研究表明，双季稻田采用秸秆还田配

合间歇灌溉或长期淹水均可显著提高土壤柠檬酸

磷（Citrate-P）和酶磷（Enzyme-P）量，且长期淹

水较间歇灌溉主要提高土壤氯化钙磷（CaCl2-P）

量[13]。【切入点】江汉平原地下水位埋藏较浅，受长

江水位波动影响显著，极易发生涝渍灾害，土壤潜育

化现象十分严重，有研究表明潜育性土壤磷素有效性

普遍偏低，严重制约作物对磷素的吸收利用[14]。因此，

有必要寻求合理的改良利用途径，提高磷素有效性

和作物磷素利用效率。前人研究已表明秸秆还田对

提高土壤中磷素量起到积极作用，但是有关秸秆与

生物炭还田的对比研究还不多见[15-16]，江汉平原地

区更鲜有报道。【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本研究选取

江汉平原典型的水稻土，开展秸秆和生物炭添加室

内恒温培养试验，同时设置不同水分模拟旱地和水

田 2 种土地利用方式，探究其对土壤 Olsen-P 量、磷

素组分变化、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结合磷素与驱动

因子的相关性分析，阐明秸秆与生物炭添加对土壤磷

素有效性的影响机制。以期为江汉平原秸秆资源综合

利用和土壤磷素高效利用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土壤采样区位于长江大学教学科研试验基地，属

江汉平原腹地（30°21′N、112°09′E，海拔 32 m），

东部季风农业气候大区、北亚热带农业气候带、长江

中下游农业气候区，年平均气温 16.5 ℃，年均降水

量约 1 095 mm，年均日照时间 1 718 h。地下水位较

浅，约 3 m，该区农作物主要为冬小麦、水稻、玉米

和油菜等。试验前 0~20 cm 耕层土壤理化性质见表 1。

于 2021 年 6 月，利用五点取样法采集试验基地 0~20 

cm 耕层土壤，置于实验室风干、磨碎、过 2 mm 筛，

以备后续培养试验使用。 

秸秆取自长江大学教学科研试验基地，于 2021

年 5 月，小麦收获期，人工采集小麦秸秆，取回实验

室用烘箱烘干，再用高速粉碎机打碎备用。生物炭由

本试验所用秸秆制备，在缺氧条件下以 5 ℃/min 的

速率将温度升高到 550 ℃，然后保持 4 h 制得[17]，小

麦秸秆与生物炭基础理化性质见表 1。

表 1 各供试材料基本理化性质 

Table 1  Basic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each test material 

供试材料 TN/(g·kg
-1

) TP/(g·kg
-1

) TK/(g·kg
-1

) pH SOC/(g·kg
-1

) TOC/(g·kg
-1

) Olsen-P/(mg·kg
-1

) 

0~20 cm 耕层土壤 3.3 0.7 6.3 7.6 15.5 - 14.3 

小麦秸秆 3.6 0.9 11.2 7.8 - 371.2 - 

生物炭 2.2 0.8 10.6 9.5 - 455.3 - 

1.2 试验设计 

本研究通过室内培养试验来进行，模拟旱地和

水田 2 种土地利用方式，参考相关文献[18]分别设

高量生物炭（BC2，添加量为土质量的 2%）、低

量生物炭（BC1，添加量为土质量的 1%）、高量

秸秆（SC2，添加量为土质量的 2%）、低量秸秆

（SC1，添加量为土质量的 1%）和无添加（CK）

为对照共 10 个处理。每个处理 3 个重复。 

于 2021 年 6 月小麦收获后，采集 0~20 cm 土

层的土样，自然风干粉碎过 2 mm 筛，充分混匀储存

备用。使用 500 mL 的广口玻璃瓶，每个瓶中装入

100 g 风干土样。水田模式采用淹水处理，土面保

持 2 cm 高水位，旱地模式土壤含水率参考相关研

究 [19]，设置为 60%WFPS（≈20%质量含水率）。

在 25 ℃条件下恒温培养 30 d，每 3 d 利用称质量法

对各样品进行补水，以保持恒定的土壤含水率[20]。 

1.3 样品测定 

土壤磷分级采用改进后的 Hedley 磷分级法提

取[21]，钼酸铵比色法测定。针对同一份样品，依次

使用 H2O，NaHCO3，NaOH 和 HCl 溶液浸提，测定

各处理土壤中 H2O-P，NaHCO3-P，NaOH-P 和 HCl-P

量。具体方法为：①水溶态磷：用蒸馏水浸提。②

NaHCO3 提取态磷（NaHCO3-P）：包括无机态和有

机态 2 部分，无机部分主要是吸附在土壤表面的磷；

有机部分主要是易于矿化的可溶性有机磷。③NaOH

提取态磷（NaOH-P）：用 0.1 mol/L NaOH 提取，它

们是以化学吸附作用吸附于土壤 Fe，Al 表面的磷。

其也包括有机和无机 2 部分。④磷灰石型磷（HCl-P）：

用盐酸提取，在石灰性土壤中主要提取的是磷灰石型

磷，但在高度风化的土壤（如红壤）中也能提取部分

闭蓄态磷。同时称取 1 份土样直接用 NaHCO3 浸提，

测定土壤 Olsen-P 量。 

pH 值、全氮量（TN）、全磷量（TP）、速效磷

量（Olsen-P）和有机碳量（SOC）等指标按照常规方

法测定[22]，其中土壤有机碳量采用重铬酸钾外加热法

测定。土壤可溶性碳（DOC）测定：称取 20 g 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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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土壤样品，用 40 mL 0.5 mol/L 硫酸钾提取后，浸

提液经 0.45 μm 滤膜进行抽滤，滤液在 TOC-Analyzer

分析仪上测定[23]。 

1.4 数据处理 

采用 Microsoft Excel 2007 和 Origin2018 软件处

理数据并绘图，SPSS20 进行统计方差分析，LSD

法检验 P<0.05 水平上的差异显著性。采用 Canoco5.0

软件进行环境因子对土壤磷组分的冗余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生物炭和秸秆添加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秸秆和生物炭处理土壤基本理化性质的变化如

表 2 所示。就旱地来看，与 CK 相比，生物炭处理提

高了土壤 pH、TN、TP、SOC 量，且上述指标随着生

物炭用量的增加而增加，平均增幅分别为 19.7%、

80.0%、31.4%和 23.4%；同时生物炭处理降低了土壤

硝态氮（NO3
-
-N）和铵态氮（NH4

+
-N）量，平均降

幅分别为 8.3%和 14.6%。秸秆处理提高了土壤 TN 和

SOC 量，且其量随着秸秆用量的增加而增加，平均增

幅分别为 67.0%和 31.7%；同时秸秆处理降低了

NO3
-
-N 量，平均降幅为 56.3%。就生物炭与秸秆对比

来看，生物炭对土壤 pH 的提升作用更显著，不同用

量水平下，生物炭处理的土壤 pH 均显著高于秸秆处

理。高量生物炭（BC2）处理下土壤 TN 量也显著高

于高量秸秆（SC2）处理。而就 SOC 来看，不同用量

水平下，秸秆处理的SOC量均显著高于生物炭处理。 

就水田来看，与 CK 相比，生物炭处理提高了土

壤 pH、TN、TP、SOC 量，且上述指标随着生物炭用

量的增加而增加，平均增幅分别为 20.4%、80.0%、

31.3%和 23.4%；同时生物炭处理降低了土壤 NO3
-
-N

和 NH4
+
-N 量，平均降幅分别为 6.1%和 25.0%。秸秆

处理提高了土壤 TN 量和 DOC 量，且其随着秸秆用

量的增加而增加，平均增幅分别为 106.5%和 88.0%；

同时秸秆处理降低了土壤 NO3
-
-N 和 NH4

+
-N 量，平

均降幅分别为 8.1%和 52.9%。就生物炭与秸秆对比来

看，二者对土壤 pH 的影响规律与旱地一致，也表现

为生物炭处理的土壤 pH 均显著高于秸秆处理。而秸

秆处理对土壤 TN 量和 SOC 量的提升作用更显著，

相同用量水平下，秸秆处理的土壤 TN 量和 SOC 量

均高于生物炭处理，其中高量水平下差异显著。 

表 2 各处理土壤基本理化性质

Table 2  Basic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soil in each treatment 

耕作方式 处理 pH TN/(g·kg-1) TP/(g·kg-1) DOC/(mg·kg-1) SOC/(g·kg-1) NO3
--N/(mg·kg-1) NH4

+-N/(mg·kg-1) 

旱地 

CK 7.04c 2.27c 1.40a 26.21b 68.92e 85.68a 1.51c 

BC1 8.33a 2.89c 1.41a 33.1ab 80.57d 77.14c 1.30d 

BC2 8.53a 5.28a 1.84a 47.33ab 89.59c 79.95b 1.28d 

SC1 7.26b 2.25c 1.64a 29.90ab 84.27b 35.68e 2.07a 

SC2 7.44b 3.79b 1.56a 55.39a 97.33a 39.16d 1.74b 

水田 

CK 7.23c 1.93c 1.42a 29.37c 67.24d 4.80d 11.53a 

BC1 8.50a 3.43b 1.67a 42.11b 82.94c 4.66a 9.28b 

BC2 8.91a 3.80b 2.06a 55.86a 91.58b 4.55b 8.02c 

SC1 7.25c 3.50b 1.45a 51.65ab 85.49c 4.34c 7.10c 

SC2 7.44b 4.47a 1.48a 58.81a 102.62a 4.48b 3.77d 

利用方式 ns ns ns ns ns ** ** 

碳种类 ** ns ns * * ** ** 

利用方式×碳种类 ns * ns ns ns ** ** 

注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处理中，同列不同字母表示在 0.05 水平上的差异显著性；ns、*、**分别表示没有差异、显著差异、极显著差异，下同。 

2.2 生物炭和秸秆添加对土壤 Olsen-P 的影响 

整体来看，不同用量生物炭及秸秆处理下旱地土

壤 Olsen-P 量均低于水田土壤（图 1）。就旱地来看，

生物炭处理显著提高了土壤 Olsen-P 量，其中低量生

物炭（BC1）和高量生物炭（BC2）处理分别使土壤

Olsen-P 量增加了 1.46 mg/kg 和 1.78 mg/kg，且高量

生物炭（BC2）处理土壤 Olsen-P 量增加更显著，增

幅为12.6%；秸秆处理也显著提高了土壤Olsen-P量，

其中低量秸秆（SC1）和高量秸秆（SC2）处理分别

使土壤 Olsen-P 量增加了 1.72 mg/kg 和 4.46 mg/kg，

且高量秸秆（SC2）处理土壤 Olsen-P 量增加更显著，

增幅为 31.5%；就生物炭与秸秆对比来看，高量生物

炭（BC2）处理土壤 Olsen-P 量显著低于高量秸秆（SC2）

处理。 

就水田来看，生物炭处理也显著提高了土壤

Olsen-P 量，其中，低量生物炭（BC1）和高量生物

炭（BC2）处理下，土壤 Olsen-P 量分别了增加 12.04

和 22.42 mg/kg，高量生物炭（BC2）处理土壤 Olsen-P

量变化更显著，最大增幅为 110.0%；秸秆处理也显

著提高了土壤 Olsen-P 量，其中低量秸秆（SC1）和

高量秸秆（SC2）处理分别使土壤 Olsen-P 量增加了

4.27 mg/kg 和 6.37 mg/kg，高量秸秆（SC2）处理土

壤 Olsen-P 量变化更显著，最大增幅为 31.3%；就生

物炭与秸秆对比来看，各用量下，生物炭处理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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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sen-P 量均显著高于秸秆处理。 

注  不同字母表示在 0.05 水平上的差异显著性。 

图 1 各处理土壤 Olsen-P 量变化 

Fig.1  Changes of soil Olsen-P content in each treatment 

2.3 生物炭和秸秆添加对土壤磷组分的影响 

表 3为各处理土壤Olsen-P量变化，由表 3可知，

生物炭和秸秆均显著提高了旱地和水田土壤中

H2O-P，NaHCO3-P，NaOH-P 和 HCl-P 量；不同处理

土壤中 4 种磷素组分量差异较大，由高到低依次为

HCl-P＞NaOH-P＞NaHCO3-P＞H2O-P。就旱地来看，

生物炭处理显著提高了 H2O-P、NaHCO3-P、NaOH-P

和 HCl-P 量，平均增幅分别为 8.9%、66.6%、21.7%

和 82.3%。但高量生物炭（BC2）处理下土壤 H2O-P、

NaOH-P 和 HCl-P 量低于低量生物炭（BC1）处理，

NaHCO3-P 量在不同用量下差异不显著。秸秆处理显

著提高了 H2O-P、NaOH-P 和 HCl-P 量，平均增幅分

别为 49.6%、7.8%和 26.3%，NaHCO3-P 量变化不显

著。其中，随着秸秆用量的增加，HCl-P 量逐渐上升，

H2O-P、NaHCO3-P 和 NaOH-P 量变化不显著。就生

物炭和秸秆对比来看，不同用量下生物炭处理的

NaHCO3-P 量均显著高于秸秆处理；而生物炭处理的

H2O-P 量均显著低于秸秆处理；同时，低量生物炭

（BC1）处理下 NaOH-P 的量显著高于低量秸秆（SC1）

处理；此外，不同用量下生物炭处理的 HCl-P 量均显

著高于秸秆处理。 

就水田来看，生物炭处理显著提高了 H2O-P、

NaHCO3-P 和 HCl-P 量，平均增幅分别为 27.0%、

118.8%和 19.2%，NaOH-P 量变化不显著。但高量生

物炭（BC2）处理下，土壤 NaOH-P 和 HCl-P 量低

于低量生物炭（BC1）处理，而 NaHCO3-P 量逐渐

升高，H2O-P 量变化不显著。秸秆处理显著提高了

HCl-P 量，平均增幅为 24.3%。H2O-P、NaHCO3-P

和 NaOH-P 量变化不显著。但高量秸秆（SC2）处理

下土壤 HCl-P 量低于低量秸秆（SC1）处理。就生

物炭和秸秆对比来看，不同用量下生物炭处理的

H2O-P 和 NaHCO3-P 量均显著高于秸秆处理；而生物

炭处理的 NaOH-P 和 HCl-P 量均显著低于秸秆处理。 

表 3 不同处理土壤中各磷素量变化 

Table 3  Changes of phosphorus content in soil with different treatments 

耕作方式 处理 H2O-P/(mg·kg-1) NaHCO3-P/(mg·kg-1) NaOH-P/(mg·kg-1) HCl-P/(mg·kg-1) 

旱地 

CK 8.17±0.42c 12.14±0.56b 52.64±1.60c 234.89±14.87e 

BC1 9.15±0.37b 19.34±0.29a 70.70±6.10a 442.60±16.21a 

BC2 8.64±0.35c 21.12±2.96a 58.16±9.53b 413.59±33.77b 

SC1 12.43±1.02a 13.26±0.85b 56.95±3.97b 276.53±15.59d 

SC2 12.01±1.50a 12.98±0.37b 56.57±0.65b 316.76±23.84c 

水田 

CK 10.74±0.21c 11.01±0.28c 72.29±0.58d 400.03±25.47d 

BC1 13.69±0.49a 21.21±1.97b 81.37±1.55b 493.59±27.97b 

BC2 13.60±1.73a 26.96±0.45a 72.48±2.40d 459.90±29.28c 

SC1 12.71±2.32b 13.40±1.35c 86.04±2.39a 505.28±5.84a 

SC2 10.79±1.58c 11.71±0.64c 76.03±1.99c 488.91±33.04b 

土地利用方式 * ns ** ** 

碳种类 ns ** ns * 

土地利用方式×碳种类 ns * * ** 

2.4 生物炭和秸秆添加对土壤磷素与各理化指标的

相关分析 

图2为各处理土壤中磷素与各理化指标的相关性

（图中**、*分别表示在 0.01、0.05 水平上（双侧）显

著相关。相关系数 0.8~1.0、0.6~0.8、0.4~0.6、0.2~0.4、

0~0.2 分别表示极强相关、强相关、中等程度相关、

弱相关、极弱相关或无相关；负值表示负相关。），

由图 2（a）可知，生物炭处理土壤中 Olsen-P 量与

H2O-P（r=0.915）、NaHCO3-P（r=0.769）、SOC（r=0.656）

和 NH4
+
-N（r=0.890）量极显著正相关，而与 NO3

-
-N

（r=-0.942）极显著负相关。H2O-P 量与 NH4
+
-N

（r=0.930）量极显著正相关，而与 NO3
-
-N（r=-0.951）

极显著负相关。NaHCO3-P 量与 SOC（r=0.765）显著

正相关，而与 pH（r=-0.623）显著负相关。NaOH-P

量与 NH4
+
-N（r=0.682）量显著正相关，而与 NO3

-
-N

（r=-0.663）量显著负相关。 

由图 2（b）可以看出，秸秆处理下土壤 Olsen-P

量与 NaOH-P（r=0.854）、HCl-P（r=0.864）、TN（r=0.664）

和 NH4
+
-N（r=0.657）量显著正相关，而与 NO3

-
-N

（r=-0.897）量显著负相关。NaOH-P 量与 NH4
+
-N

（r=0.940）量极显著正相关，而与 NO3
-
-N（r=-0.947）

量显著负相关。HCl-P 量与 NH4
+
-N（r=0.740）量极

显著正相关，而与 NO3
-
-N（r=-0.843）和 NO2

-
-N

（r=-0.726）量极显著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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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生物炭和秸秆添加对土壤磷素与环境因子冗余

分析 

利用 RDA 模型分析生物炭和秸秆添加后，土壤

基础理化性质对各土壤磷素的影响如图 3 所示。结果

表明，生物炭处理下土壤理化性质对土壤磷素量的贡

献率分别为 67.3%和 4.4%，排序轴 1 和排序轴 2 的解

释率分别为 66.0%和 71.7%，其中 NH4
+对 Olsen-P、

H2O-P 和 NaHCO3-P 的影响最大，而 pH 对 HCl-P 的

影响最大。秸秆处理下土壤理化性质对土壤磷素量的

贡献率分别为 80.1%和 89.03%，其中排序轴 1 和排序

轴 2 的解释率分别为 88.1%和 0.2%，HCl-P 受 TN 和

DOC 的双重影响。 

(a) 生物炭 (b) 秸秆 

图 2 各处理土壤中磷素与各理化指标的相关性 

Fig.2  Correlation of phosphorus and physicochemical indexes in soil of different treatments

(a) 生物炭 (b) 秸秆

图 3 碳添加土壤中各指标间冗余分析 

Fig.3  Redundancy analysis among indicators in carbon-added soils 

3 讨 论 

3.1 添加生物炭和秸秆对土壤 Olsen-P 量影响 

磷素作为植物生长发育所需的主要营养元素之

一，其量高低和形态转化直接影响作物的产量和养分

利用效率。探究适宜的磷素提升途径，对于维持区域

农业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前人[24]研究结果表明，秸秆还田可以有效提高土

壤速效磷和全磷量，也能够提升磷活化系数（PAC）；

即使在磷肥减量条件下，秸秆还田也能有效维持土

壤磷素的有效性 [25]。本研究中，秸秆还田后旱地

和水田土壤有效磷量均有显著提高，且高量秸秆

（SC2）处理下土壤 Olsen-P 量增幅最大（图 1），

这与王国骄等 [26]和黄容等 [27]的研究结果一致。秸

秆提高磷素有效性的原因可能是，一方面秸秆提高了

土壤磷酸酶活性，土壤有机磷可以在土壤酶和土壤

微生物的共同作用下进行矿化而分解为无机磷，进

而提高土壤中 Olsen-P量 [28]。另一方面秸秆腐解后，

促进了土壤养分的循环与释放，从而提高了磷素活

化与供应 [29-30]。生物炭（BC）处理下旱地和水田

土壤有效磷量也均有显著提高，同时高量生物炭

（BC2）处理下土壤 Olsen-P 量增幅最高，这与前

人 [31-32]的研究结果一致。生物炭提高磷素有效性的

原因可能是：生物炭含有部分不稳定的有机结合态

磷化物，进入土壤后会矿化释放，使磷的有效性得

到大幅提高，进一步提高了土壤磷素量 [33-34]。综

上，添加生物炭和作物秸秆均有助于提高土壤

Olsen-P 量，但在旱田和水田模式下二者对土壤

Olsen-P 量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相同用量秸秆及生

物炭处理下，水田土壤中 Olsen-P 量增加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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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由于淹水土壤 O2 缺乏，进而影响土壤硝化速

率[35]，并产生大量低分子量有机酸和质子（H
+），

有利于土壤无机磷活化，且可促进土壤中部分铁结合

态磷和闭蓄态磷的转化和释放，进而增加土壤有效磷

量 [36]。使得在秸秆和生物炭添加后，水田土壤中

Olsen-P 量变化更为明显。 

3.2 添加生物炭和秸秆对土壤磷素形态变化影响 

土壤磷素分级是揭示土壤对植物磷供给能力

的有效方法，也是研究土壤中磷迁移转化的重要途

径[37]。赵小军等[38]选用 BowmanCole 法[39]对秸秆

还田土壤有机磷进行分级指出，随着秸秆用量的增

加，土壤全磷、Olsen-P 和无机磷中的 Ca2-P、Ca8-P、

Al-P 均显著增加，其中以 Olsen-P 增幅最大。马艳

梅 [40]通过对长期定点下不同施肥处理对磷素形态

转化的研究表明，秸秆还田后，土壤有机磷主要向

中稳性有机磷和高稳性有机磷转化，而不利于活性

较强的有机磷组分的积累。本文中，采用 Hedley

磷分级法对各处理土壤进行磷素分级，4 种磷素量大

小表现为HCl-P>NaOH-P>NaHCO3-P>H2O-P（表3）。

与中等活性磷（HCl-P 和 NaOH-P）相比，土壤水

溶态无机磷（H2O-P）和活性磷（NaHCO3-P）只占

了土壤全磷的很少一部分，这与张奇春等 [41]的研

究结果保持一致。秸秆还田在不造成土壤磷素大量

盈余的情况下进一步提高了土壤有效磷浓度，原因

可能是秸秆碳活化了土壤磷库 [42]，促进了土壤磷

素有效化。随着秸秆和生物炭添加量的增加，

HCl-P 和 NaOH-P 量逐渐减小，而对应的 Olsen-P

量逐渐增大（图 1）。添加生物炭处理中，Olsen-P

与 H2O-P、NaHCO3-P 量极显著正相关，添加秸秆处

理中，Olsen-P 量与 NaOH-P、HCl-P 量极显著正相

关（图 2），这表明 HCl-P、NaOH-P、NaHCO3-P

和 H2O-P 在土壤供磷中可能起着重要的缓冲作用，

秸秆和生物炭本身含有一定的磷，在土壤中腐解后

其中一部分可以转化成土壤有效态磷 [43]。且有学

者指出，当土壤有效磷量处于极低水平、土壤有效

磷处于消耗状态时，作物吸收利用的磷素主要来自

非活性磷库的补充 [44-45]，即中稳性和稳性磷向活

性磷转化。探讨生物炭对土壤磷素转化的影响研究

发现，不同剂量秸秆生物炭处理均能显著提高水稻

土和赤红壤的全磷及有效磷量，且增加幅度随生物

炭添加剂量的增加而升高 [46]。因此，适量的秸秆

还田或生物炭添加的投入可以维持土壤磷供应能

力，对土壤活性磷具有补充作用。 

3.3 添加生物炭和秸秆对土壤其他理化性质影响 

前人[47]研究结果表明，施用生物炭后红壤理化

性质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土壤 pH 值、有机碳和

有效磷量在油菜各生育期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

通过盆栽试验研究不同生物质炭添加量对烤烟土

壤养分影响发现，施用生物炭显著提高了土壤有机

质量、土壤速效氮量、速效磷量 [48]。本文结果显

示秸秆还田和生物炭添加显著增加了土壤中有效

磷（Olsen-P）、总氮（TN）、pH、有机碳（SOC）

和可溶性有机碳（DOC）量（表 2、图 1），且添加生

物炭处理土壤中 Olsen-P 量与 pH 和 SOC 量极显著正

相关。这是由于生物炭自身属于碱性，施入土壤有助

于提高土壤 pH。此外，有机碳是土壤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通过矿化释放磷，可对土壤溶液中的磷进行补充更

新[49]。添加秸秆处理土壤中 Olsen-P 量与 TN 量显著正

相关（图 2）。可见，农田中添加生物炭和秸秆处理

对提升土壤中磷素量起到积极作用，且添加生物炭和

秸秆还可提升土壤总氮量、有机质量等。 

4 结 论 

生物炭和秸秆添加均可提高土壤中 Olsen-P 量，

且随着用量的增加，土壤 Olsen-P 量逐渐增加。其中，

生物炭处理在水田土壤中对提升 Olsen-P 量影响更显

著，秸秆处理在旱地土壤中对提升 Olsen-P 量更显著。

生物炭和秸秆处理下中等活性磷（HCl-P 和 NaOH-P）

在土壤中占全磷量比重更大，水溶态无机磷

（H2O-P）和活性磷（NaHCO3-P）只占了土壤全磷

的很少一部分。由高到低依次表现为 HCl-P＞

NaOH-P＞NaHCO3-P＞H2O-P。生物炭增加了土壤

pH、TN、DOC 和 SOC 量。而秸秆增加了土壤 TP、

DOC 和 SOC 量。生物炭处理下土壤 Olsen-P 量与

H2O-P、NaHCO3-P、SOC 和 NH4
+
-N 量极显著正相

关。秸秆处理下土壤 Olsen-P 量与 NaOH-P、HCl-P、

TN 和 NH4
+
-N 量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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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Straw Incorporation and Biochar Amendment on 

Olsen-P and Phosphorus Fraction in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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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 low mobility of phosphorus in soil is a main factor limiting its bioavailability. In this 

paper. The efficacy of straw incorporation and biochar amendment in improving Olsen-P and changing P fraction is 

soil was studied.【Method】The study was based on incubation experiment. Soil taken from a rice field was us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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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s under two soil water contents to mimic paddy field and dried land, respectively. For each soil water 

treatment, there were four soil amendments: a high (BC2) and a low (BC1) biochar amendment, a high (SC2) and a 

low (SC1) straw incorporation. The control is without soil amendment (CK). The Hedley phosphorus speciation 

method was used to classify P fraction in each treatment, and the Olsen-P content and other soil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were measured using standard methods.【Result】Depending on its application rate, biochar amendment 

increased Olsen-P content in the dried soil and the paddy soil by 1.78 to 1.46 mg/kg and 12.04~22.42 mg/kg, 

respectively. Straw incorporation increased Olsen-P content in the dried soil and the paddy soil by 4.46~1.72 mg/kg 

and 6.37 to 4.27 mg/kg, respectively, also depending on its application amount. The phosphorus components varied 

with treatment but in all treatments, it was found that HCl-P>NaOH-P>NaHCO3-P>H2O-P. Biochar amendment 

increased soil pH, total nitrogen (TN), soluble organic carbon (DOC) and organic carbon (SOC) content, while straw 

incorporation increased soil total phosphorus (TP), DOC and SOC content. In soil amended with biochar, Olsen-P 

content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H2O-P, NaHCO3-P, SOC and NH4
+
-N, at significant level, while in soil

amended with straw, Olsen-P content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NaOH-P, HCl-P, TN and NH4
+
-N, also at

significant level. 【Conclusion】Biochar amendment and straw incorporation promoted accumulation of Olsen-P in 

the soils, primarily affected by change in soil pH, TN, and SOC, as well as the changes in phosphorus components. 

These enhanced the bioavailability of phosphorus. 

Key words: biochar; straw; Hedley phosphorus classification method; Olse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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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toring Winter Wheat Growth and Analyzing Its Determinants Using 

High-Resolution Satellite Ima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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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Winter wheat is the second-largest stable crop in China and comprehending its growth and the 

factors affecting it on a large scale is crucial for food security.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feasibility of using 

satellite imagery to accomplish this objective.【Method】The study is based on Sentinel-2 image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winter wheat planted from 2018 to 2020 in the studied region was extracted using the random forest 

method, which were then used to analyze the changes in wheat growth in rejuvenation, jointing, pregnant ear 

pumping, and flowering stages in each year. For comparison, we divided the growth into health growth, normal 

growth and poor growth. Wheat growth was linked to 11 abiotic and geographic factors, including temperature, 

precipitation, slope of the lands, slope aspect, elevation, soil type, soil moisture, sunshine time, population density, 

rural labor resources and GDP.【Result】Compared with 2018—2019, wheat in 2020 grew better during the greening 

and jointing stages in more than 90% of the studied area, but worse in the pregnant ear pumping stage in more than 

20% of the studied area. Wheat growth was normal during the flowering stage in 80% of the studied area. The 

factors which affect winter wheat growth were ranked in the following order based on their significance: rural labor 

resources> soil moisture> precipitation> temperature> sunshine time. It was also found tha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factors in their impact on wheat growth is manifested as a bifold or nonlinear enhancement.【Conclusion】

The change in winter wheat growth in the studied region is due to the complex interplay of multiple factors. 

Key words: winter wheat; area extraction; growth monitoring; geographic detector; Weishan Irrigation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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